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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4月至 5月召开的党的五

大，是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举行的。大会虽然对陈独秀的右倾错

误作了批评，但对于如何应对当时错

综复杂的形势，并未提出具体的措

施，因而没有解决在革命的紧急关头

所要解决的问题，使得革命形势更加

严峻。

（一）

1926年 5月，以共产党员和共青

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

独立团及第七军一部，奉命作为北伐

军的先锋首先开赴湖南前线，拉开了

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 9日，国民革

命军共约 10 万人正式出师北伐。

北伐军兵分三路，一路进军两

湖，一路指向闽浙，一路进入江西。

其中，湖南、湖北是北伐的主要战

场。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工农群众的

支援和配合下，北伐军进展迅速。北

伐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与在湖南的

第八军会合后，于 7 月 11 日进入长

沙。8月 22日，占领岳州。北伐军随

后挺进湖北境内，并在武汉外围的汀

泗桥和贺胜桥与吴佩孚部主力展开激

战，终将这两地攻克。接着，北伐军

猛攻武昌，经过一个多月的围攻，叶

挺独立团率先登上城头，其他各部也

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主力。独立团

所在的第四军由于屡立战功，获得了

“铁军”的称号。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

后，调整兵力重点进攻江西，消灭孙

传芳的五省联军。北伐军曾在 9月间

一度占领南昌，但孙传芳调集主力反

扑，南昌得而复失，蒋介石亲自指挥

的第一军第一师遭受重大损失。为了

支援江西战场，北伐军第四军和第七

军相继入赣，并取得了德安、王家铺

等战役的胜利，占领了九江和南昌。

1926 年 10 月至 1927 年 3 月，中共中

央和上海区委组织上海工人连续发动

武装起义，并且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

义的胜利，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

政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的顺利

进行。

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只用了

半年的时间，就将革命势力从珠江流

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在北伐过程

中，沿途各省的党组织在群众中进行

了广泛的组织动员，有力地配合了前

线作战；党在北伐军中开展了卓有成

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军中的共产党员

冲锋在前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北伐军出师不久，在苏联和中国

共 产 党 的 帮 助 下 ， 1926 年 9 月 17
日，退守西北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在绥

远的五原誓师，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

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接着

控制了甘肃、陕西等省。根据冯玉祥

的请求，党组织选派了刘伯坚、邓小

平等 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

子到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

这时，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也得到

了空前的发展。湖南的农民运动开展

得如火如荼，至 1927年 1月，湖南的

农民协会会员有 200万人，能直接领

导的群众达 1000 万人。湖北、河

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发展迅

速。这三省还相继成立了全省的总工

会，仅武汉参加工会的工人就有 10

万人。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高潮。

在革命形势发展的同时，革命统

一战线内部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蒋

介石利用北伐的机会取得了更多的权

力，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实力

也迅速膨胀，于是日益走向反动。

1927年 3月，北伐军占领了上海和南

京，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

区，中外反动势力不甘心于他们统治

地位的丧失，于是把希望寄托到蒋介

石身上。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和江

浙财团的支持下，蒋介石终于撕下其

伪装，于 1927年 4月在新桂系的配合

下，以流氓为打手，以军队为后盾，

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

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 18
日，蒋记南京“国民政府”粉墨登

场，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中国

革命面临严重的危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只是国民革

命的局部失败。此时，武汉国民政府

还在国民党左派的控制之下，它所管

辖的湘鄂赣三省的工农运动还在继续

高涨，如果采取坚决措施，还是可以

将革命挽狂澜于既倒的。正是在这种

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

1927年 4月 27日至 5月 9日，中

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

举行。出席五大的代表有：陈独秀、

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

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

李立三、李维汉等 80 多人，代表全

国 5700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

易、多里奥、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

大会的开幕式在武昌高等师范第

一附属小学的礼堂举行。大会由陈独

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

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人组

成主席团，又设立了陈独秀等 13 人

组成的政治委员会，谭平山等 10 人

组成的土地委员会，李立三等 9人组

成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分别以瞿秋

白、毛泽东、邓中夏为秘书。

为了避免加重武汉政府的“赤

化”色彩，同时防止反动分子的袭

击，会议没有公开发布消息，而且第

一天后，也不再在武昌举行，而改在

汉口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从开幕式

到大会真正开始议程，中间还隔了

几天。

黄陂会馆是一栋长方形的建筑

物，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

平房，中间的大厅布置成会场，左边

房间是大会秘书处办公、油印文件的

地方，右边的房间空着。大厅至大门

隔着一个长方形的院子，当中一条石

子路，两旁是草地，草地外是围墙。

大门外的两间房子住着几位卫士，保

卫大会的安全。

会议前期，先是陈独秀代表第四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长达 6小时的政

治和组织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共分

11 部分，主要阐述了如下几个问

题：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产

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土地问

题；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

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与西北理

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

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等。

既没有正确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

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切实可

行的政策办法，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过

去的错误辩解，并继续重复过去的一

些错误，成为陈独秀报告的基调。

随后几天，代表们围绕报告进行

了讨论。很多代表对这个报告不满，

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

秀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

在党的五大上，共产国际代表罗

易作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

作用》 等讲话。他虽然批评了陈独

秀，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说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

性，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

性，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直接走向

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

期”。罗易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实

际就是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

是，五大召开时，根本不具备这样的

条件，中国的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性质的，尽管它必须由无产阶

级领导。罗易这种脱离实际的“左”

倾空谈，根本无助于解决当时革命进

程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罗易还强调

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它既是必

要的，也是可能的。这原本没有错，

但罗易的土地革命论建立在对革命力

量的主观夸大基础上，认为共产党已

有力量左右武汉政府，有力量制止汪

精卫等人的动摇，只要共产党坚持土

地革命的主张，就能挟持武汉政府推

行土地革命。这显然是罗易的一厢

情愿。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

领导机关。大会选举出的中央委员有

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

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刘少奇等

31 人，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陈

潭秋等 14 人。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

中全会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

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

立三、周恩来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苏兆征、张太雷为候补委员，陈独

秀、李维汉、张国焘 （后增补瞿秋

白、谭平山） 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委员，周恩来为秘书长。张国焘、

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

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和农民部

长。由于陈独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

些检讨，并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加

之党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危害性还缺

乏深刻的认识，陈独秀仍被选举为中

央委员和总书记。

（三）

党的五大是在中国革命遇到严重

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会议。经

过 10 余天的争论，大会通过了 《政

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组织问

题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

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这些决议，否决了陈独秀的右倾

主张，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

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并指出了其危害。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指

出：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

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

“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

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

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结

果发生了中山舰事件。从中山舰事件

到北伐开始前，“因为本党对于大资

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

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

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

足够的保障”，“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

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

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

奋斗。本党没有实行这个任务以领导

无产阶级”。北伐开始后，未能充分

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

要，而是采取先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

权，再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的策略，

结果使“封建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势力

已经很强大”，从而使他们“实行其

分裂革命之政策”。

党的五大明确提出现阶段革命的

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

决”。大会通过的 《土地问题议决

案》 指出：“现在革命的阶段之中，

农民运动——乡村中农民反抗豪绅地

主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全国范围内，

他的发展阶段很有参差，但是大致的

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

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

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现

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

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

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

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

到分配土地。”所有这些，无疑都是

正确的。

但是，理论的原则并不能代替具

体的措施，党的五大虽然提出了无产

阶级领导权问题，但对于如何改造国

民政府，改造国民党，掌握政权、党

权，建立和扩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

紧要问题，均未作出切实的回答。一

些问题陷入了空谈，一些问题继续了

过去的右倾错误。

党的五大认为，中国的资产阶

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必须建

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

制 的 阶 段 ， 中 国 革 命 将 要 在 工 、

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

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它将蒋介石

集团的背叛革命，看成是整个民族

资产阶级都已叛变，又将汪精卫视

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权

视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

权，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导致一

方 面 对 民 族 资 产 阶 级 采 取 过 左 行

动，另一方面对汪精卫集团动摇、

叛 变 估 计 不 足 ， 对 其 实 行 右 的 政

策，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

大会虽然提出要开展土地革命，

并作出了 《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

了解决土地问题的 7项策略，但同时

又强调，解决土地问题须首先取得

“小资产阶级”的同意，也就是取得

汪精卫等人的同意，又使这个问题成

为一句不能实现的空话。

此时，最紧要的问题是组织和发

展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这次大

会并没有对军事问题进行认真的讨

论，更没有提出这方面切实可行的具

体措施。因此，党的五大的历史遗憾

在于：它虽然已经意识到右倾错误的

危害，却拿不出纠正这种错误的具体

办法。

（四）

值得一提的是，党的五大在党的

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专门的党的纪律检

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随着国共合作大革命进入高潮，

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队伍也迅速

壮大，由党的四大时的不足千人发展

到五大时的近 6万人。与此同时，由

于国共合作，有许多的党员在国民党

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中任职，难免

有些党员在权力面前丧失革命原则和

革命立场，产生腐化堕落现象。1926
年 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

议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明确

提出“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

退化了”，其原因：一是“同志都缺

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

很 少 能 将 理 论 活 用 到 实 际 工 作 上

去”；二是“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

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

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

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

流弊”。三是“同志中之一部分，发

生贪官污吏化 （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

等情弊）”。

尤其重要的是，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实施白色恐

怖。面对残酷的斗争环境，党内一些

意志薄弱者出现悲观动摇，有些人公

开登报声明脱离党的组织，有些人面

对威逼利诱出卖组织和同志成为可耻

的叛徒，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情况

下，成立党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以加

强对党员的教育、约束显得十分重

要。为此，党的五大决定成立党的历

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

察委员会，选举王荷波、许白昊、张

佐臣、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

以忱为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萧石

月、阮啸仙为候补委员。

党的五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

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专门设置了

“监察委员会”一章，强调“为巩固

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

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

察委员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

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同

时，规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

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

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

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规定中央及

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

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

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

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这是

对党的纪律检查作出制度安排，对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五）

党的五大之后，革命危机日趋严

重，陈独秀等人眼看汪精卫将与共产

党决裂，不去做应对准备，却千方百

计地去讨好汪精卫集团。他们取消了

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下令解除武汉

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连童子军的

木棒也收缴了，以为这样可以避免汪

精卫等人分裂的口实，这正好使汪精

卫等人看到共产党的弱点，助长了其

反革命气焰。

中国革命的严重形势，引起了共

产国际的高度关注，并给中共中央发

来了紧急指示，即有名的“五月指

示”。指示的要点是：改组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

增加更多的工农领袖；武装二万中共

党员；挑选五万工农积极分子加入国

民党军队，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彻底改

造，排除其中的反动将领，以中国共

产党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代替；

厉行土地革命，坚决从下面实行没收

地主土地和豪绅的财产。

这个指示确实来晚了一点，而且

短期内也难以实现这些目标，但如果

尽可能地按指示去执行，还可以对汪

精卫的叛变有所准备，不至于遭受过

分惨重的损失。可是，共产国际代表

和中共中央都没有这样做。 6 月 1
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未同任何人

商量的情况下，将汪精卫约至其寓

所，然后出示共产国际的密电给汪精

卫看。罗易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汪精

卫接受这个电报，同他一起搞土地革

命。罗易以为这样汪精卫会按照他设

想的路去走，殊不知，这正好为汪精

卫集团分共提供了口实。

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不顾

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在

武汉悍然召开所谓“分共会议”，决

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

和蒋介石集团一样，在“宁可枉杀三

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展开大搜捕、大

屠杀。这就是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齐

名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轰轰

烈烈的国民革命宣告失败，中国革命

由此从高潮转入暂时的低潮。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 （国家行

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

党的五大：大革命生死关头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 罗平汉罗平汉

位于武汉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


